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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治理体系呈现出中央统筹规划、地方因
地制宜相结合的特征，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民生保障的相互协调。现有研究从不
同角度解释中国的脱贫奇迹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无论在哪种机制下，地方官
员在治理实践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论文将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
作为实证研究背景，通过分析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１９４８个县级行政单位的１７３３位县
委书记的履历和辖区社会经济匹配数据，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如何塑造中国贫困
治理绩效。论文进一步探究区域经济、官僚政治情境与官员更替的交互效应，
并考察官员更替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验证了地方官员影响贫困治理政
策连续性的逻辑。研究发现：（１）县级官员更替引发扶贫政策不连续，对辖区
贫困治理带来负面影响，长期频繁的官员更替则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２）官员更替的影响在距离中心城市近、农业经济比重高的县更为明显。继任
官员由外省调入时会放大该负面效应，由本县提拔时该负面效应不再显著；离
任官员落马会放大该负面效应，获得提拔时该负面效应不再显著。（３）地方财
政是官员更替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研究为理解扶贫等社会政策领域地方治
理绩效的来源拓展了新的理论思路，为优化官员人事管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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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地方政府以前所未有的主体角色参与到经济社会建
设中，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周雪光，２０１７）。在治理实践层面，中央
的制度安排创造了相应的制度环境，引导和激励着地方干部在一定范围内发挥
自主性。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无疑是中国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脱
贫成就的重要推动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将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对地方脱贫摘帽的时间做出统一部署规划，并通过
权责下放、绩效考核等一系列制度，调动地方政府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在中央顶层设计和激励下，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开展政策实践，
采取的减贫实践丰富异常，扶贫模式创新层出不穷（王亚华、舒全峰，２０２１；
郑宇，２０２２）。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脱贫的进程并非整齐划一，而是表现出差
异性，表现为各个地区推进速度和程度不同，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县市之间
差异很大（章文光、刘志鹏，２０２０）。为何地方政府的治理绩效存在差异？地方
政府及其官员在贫困治理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尝试解释中国脱贫奇迹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中国丰富的治理现实，推动着
国家治理理论向前发展，但仍遗留了一些未解问题。首先，中国不同地区的致
贫原因、经济基础、自然地理禀赋各异，现有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捕捉到了
地方政府在贫困治理实践中的一般性规律尚未可知。在实证方面，既有研究往
往选择个别时段、个别地方的贫困村或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尚未对中国所有
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绩效的形成机制做出系统性的量化分析，也未能对具有中
国特色的治理体制特性如何塑造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策执行模式做出系统性
的解释。其次，尚未有研究从地方官员更替这一中观视角出发对地方贫困治理
实践和绩效的差异进行系统性、历时性的分析。事实上，地方政府官员是在既
定治理体系下实现治理技术选择的关键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员因地
制宜，使得治理技术随时间变化和地区不同而产生差异，政策能否持久、稳定
地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偏好和意志。脱贫攻坚时期，县级政府
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县级官员的角色变得更加突出。与此同时，中央制定了
“不脱贫不调离”“提拔不离岗”等责任到人的人事制度安排，促使脱贫攻坚
时期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发生改变（周飞舟、谭明智，２０２０）。因而，解释贫
困治理绩效的关键在于分析中国央地分权的治理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的动机
和行为模式。官员更替研究的重点是治理体制下的官员行为，对这一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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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有助于帮助我们实现对治理体制、治理技术和治理主体研究视角的
整合，以期对政府治理的相关问题形成更为透彻的理解。本文提出以下问题：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会影响其辖区的脱贫进程？如果有影响，具体影响机制可
能是什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中国特色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时期的制度安
排作为体制背景，基于“官员更替－扶贫政策连续性－贫困治理绩效”的理论
逻辑，着重考察县级官员更替与贫困治理绩效的关系。本文以整个精准扶贫时
期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历程为对象开展定量研究，对全国８３２个国家级贫
困县先“戴帽”、后“摘帽”两阶段过程展开分析，以２２个有扶贫任务省区的
１９４８个县级行政单位为基础，构建起这批县级行政单位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县委书记
履历和辖区社会经济匹配数据，从实证层面识别国家级贫困县治理实践规律和
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官员更替对贫困治理带来负面影响，长期频繁的官员更
替则会对贫困治理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同时，官员更替效应又受到区域经济特
征、官员来源、官员流动去向的影响：官员更替的影响在远离经济中心城市、
第一产业占比高的县更为明显；离任官员获提拔的情况下官员更替负面效应不
再显著，落马则会放大该负面效应；继任官员由外省调入会放大该负面效应，
由本县提拔时该负面效应不再显著。最后，机制分析表明，官员变更促使当年
县级财政支出较上一年显著增加，从县级财政决策的视角佐证了本文基于扶贫
政策连续性解释官员更替影响的理论逻辑。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本文从中国特色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
行为模式出发，对央地互动视角下贫困治理绩效的形成机制进行理论框架的提
炼，有助于增进对央地关系如何影响政府运行模式和治理绩效的理解。其次，
提出并检验“官员更替－扶贫政策连续性－贫困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为理
解地方治理绩效的来源拓展了新的理论思路。通过系统地搜集贫困县脱贫时间
和县级官员的履历数据，在控制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和贫困县摘帽的其他影响因
素后，本研究系统考察了县级官员更替对其辖区贫困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有助于深入地明晰政策连续性在地方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发现还有
助于在未来的政策实践中通过科学的人事制度设计优化地方官员治理，提升政
府治理效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两个维度上具有重要价值。最后，贫
困是关乎人类生活水平和福祉的全球性问题，不同国家都在面临经济发展、扶
贫开发和社会公平等复杂治理目标的挑战，分析中国现行治理体制下的政策实
践对解决全球性治理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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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贫困治理的三种理论解释
解释中国脱贫奇迹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从治理体制的角度出

发，研究地方官员治理贫困的政治激励；第二类从治理技术的角度来研究各类
治理技术如何发挥减贫的功能；第三类则关注治理主体本身的特征和行动。

许多学者试图从中国的治理体制出发来解释中国的扶贫过程与成效，此类
观点又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脉络。自上而下的研究脉络主要关注
国家正式制度和官僚体制背景。一些学者强调，以精准扶贫为代表的中国贫困
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主导的扶贫模式，党组织和政府体系通过科层
体制统筹资源配置和传达行政命令，或是调节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从而实
现减贫的政治议程，典型理论观点如“行政主导型扶贫治理”“有指挥的即兴发
挥” “管理运动” “脱贫攻坚责任体系”（许汉泽，２０１８；Ａｎｇ，２０１６；Ｚｅｎｇ，
２０２０；燕继荣，２０２０）。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贫困治理建立在一种“强约束－
强激励”的体制之上，在采取扶贫工作责任制度的同时，将“政治锦标赛”引
入贫困治理领域，从而引发了“脱贫锦标赛”（王刚、白浩然，２０１８）。

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国家的正式制度和政策在基层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况。
一种观点认为，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能够与乡村基层社会形成持续的互动，
建立起乡村社会与现代治理之间的桥梁，正是这种“共栖”的协调发展令中国
的贫困治理富有成效（章文光、刘丽莉，２０２０）。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象征国
家治理能力的政府权力在嵌入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有可能遭到诸多要素的
挑战，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因此千差万别。例如，有研究表明，无论自上而下
的压力、监督和控制有多强，基层政府在行动逻辑和地方治理实践中总是具有
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性（陶郁等，２０２０）。在中央政策向下传递的过程中，
也必然会出现管控能力的耗散，导致地方治理主体利用信息优势扭曲政策执行
（李棉管，２０１９）。

许多研究者把中国各地减贫模式和减贫成效的差异归结为各地不同的治理
技术。具体到中国地方政府，现有对治理技术的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
是利用过程追踪等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某种具体治理技术形成的背景、原因和
现实运作机制，代表性理论如“接点治理”（谢小芹，２０１６）、“复杂政策”（吕
方、梅琳，２０１７）。二是分析评估某种治理技术的应用（如电商进驻农村）对
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响（Ｃｏｕｔｕｒｅ，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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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治理体制和治理技术已成为解释中国脱贫奇迹的重要分析框架。作
为在既定的体制下实现治理技术选择的关键环节，治理主体显然不应被忽视。
地方官员在中国地方治理和地区发展的实践中一直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在
推动政策创新扩散、区域经济增长、发展民营经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等方面
都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章奇、刘明兴，２０１６；Ｚｈ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
在贫困治理领域，学者们已经探究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大学生村干
部等治理主体的特征，分析其治理能力的来源以及对治理实践的影响（Ｈｅ ＆
Ｗａｎｇ，２０１７；舒全峰等，２０１８；邓燕华，２０２０）。

（二）政策连续性和相关理论解释
政策连续性（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可以定义为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持

续和稳定的程度（ｖａｎ Ｅｎｇ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如果历届政府官员持续地执行某项
政策，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中断政策或减弱支持的力度，则可以视为政策连续
性比较高。由于政策需要一定时间以产生效果，保持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政府获
得所期望的政策结果。然而，政策在颁布后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导致政策
被废止或政策效力减弱（Ｐａｔａｓｈｎｉｋ ＆ Ｗｅａｖｅｒ，２０２１）。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选举
导致决策者的变更，而新的决策者将重新处理与选择信息，其政策决策也会随
之发生变化（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１２）。

在中国，地方主政官员由上级党组织任命，其人事调动和周期性换届就成
为政策不连续的原因和度量。中国实施政治权力集权和多层级政府之间“行政
发包制”，形成了“纵向行政发包、横向晋升竞争”的行政体制和治理特征
（周黎安，２０１４）。地方行政首长需要将所有上级发派任务纳入目标函数并进行
权衡排序，将有限的资源和注意力分配给相关的政策领域，其施政行为对地方
治理成效有着直接影响。围绕中国地方官员施政行为的差异存在两类观点：一
是认为地方官员的职业理念、任职经历、工作经验、年龄、专业背景等特征存
在区别，其任期内的施政行为必定存在明显差异（姚洋等，２０２０），这种官员自
身特征的差异是导致政策不连续的一个直接原因。二是从政绩考核制度出发解
释地方官员的差异化行为。相对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为了谋求晋升，必
须尽可能地在短期内做出有别于前任的成绩（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随着官员换
届，掌握决策权力的继任官员倾向于挑战政策惯性，改变已有的工作思路和政
策工具，由此导致政策不连续。

既有文献为我们理解地方治理模式和绩效的差异提供了良好基础。无论在
哪种解释逻辑下，中国贫困治理是地方官员在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和激励下不
断发挥自主性，选择治理技术和政策工具的背景下展开的（吕方、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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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在扶贫政策实践中，中央通过权责下放、绩效考核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调
动地方政府执行扶贫政令的积极性，在扶贫政策工具选择和扶贫资金分配等方
面，县级政府有着相对充足的决策空间，由此决定了政府官员有能力和动机在
执行中央政策意图的同时自主行动。同时，前后任官员的执政理念、能力、动
机可能并不一致，从而使得其扶贫政策有所不同，对地方治理产生不可忽略的
影响。那么，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更替将如何影响贫困治
理绩效？其相关机制是怎样的？本文以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摘帽过程为案例，研
究地方政府贫困治理的动态性以及扶贫政策在官员更替前后是如何被实施的，
从而揭示贫困治理领域中国独特的政府治理绩效实现过程。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提出“官员更替－扶贫政策连续性－贫
困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本文考察与政策连续性密切相关的几个因素，讨论
不同区域经济和政治情境下官员更替对贫困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性，以此来佐
证上述理论逻辑。

（一）官员更替、政策连续性与贫困治理
地方官员是地方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地方官员更替很大程度上会

造成前后届政府施行政策的不连续。本文从地方官员的动机和能力两方面对上
述论点进行分析。地方政府行为本质上体现的是官员的动机（周黎安，２０１７）。
从动机的角度，新上任的官员面对强大的晋升激励，倾向于通过改变政策工具
和施政策略来实现其奋斗目标。既有研究已经发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问题，
即继任官员通常会对前任官员的政策方针和工作路线进行调整、修订，甚至开
展新的安排，以致出现“新官不理旧账”“人走茶凉”现象（刘军强等，２０１７；
曹光宇等，２０１９；徐业坤、马光源，２０１９）。在精准扶贫的推进过程中，资源连
续不断地输入地方层面，为取得脱贫攻坚成效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地方官
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脱贫考核压力和不断强化的政治责任，为了在考核中得到
上级的肯定，地方官员可能选择追求短期目标，选择见效快、规模大、引人注
目的短期项目，往往忽视了项目的长期效益（左才等，２０２０）。从能力的角度，
脱贫攻坚时期的治理体制中，县级主要领导掌握了行政统筹、资金分配、政策
执行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有能力统筹各项资源来实施特定的工作思路。部分
贫困县“一把手”甚至成为独断专行、罔顾民生的“一霸手”，为了彰显政绩
而大肆铺摊子、上项目，透支地方财力。同时，履新的县级官员为了在短期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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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自己的工作纲领得到有力贯彻，往往通过绩效考核鼓励乡镇干部展开相互竞争，
下级干部可能不惜采用扩大债务规模等手段来推动新领导开展的政策项目（陶郁
等，２０２０）。综上所述，县级官员既有动机又有能力对县域贫困治理施加影响。

在经济和公共物品领域的研究表明，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连续对政府治
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能导致重复建设严重、社会资本流失、资源配置扭曲、
财政效率损失、财政支出无节制的扩张和财政资源的大量浪费（杨海生等，
２０１５；周黎安，２０１５；左才等，２０２０）。改变主打项目后政府的注意力和资源投
入随即集中投放至新的产业，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该新产业欣欣向荣的局面，却
增加了原有产业衰败的可能性（冯猛，２０１４）。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在规定时间
内落实脱贫的政治目标，会倾向于不断寻找新的产业形态来承接上级下拨的扶
贫资金，而贫困户发展新型产业的需求、能力与政府产业扶贫项目之间常常不
相适应，导致产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袁明宝，２０１８）。对于基层政府而言，
政治晋升机制鼓励基层政府不断地更换新产业，而上级政府考核机制的软化使
得基层政府可以规避产业失利后的惩罚（刘军强等，２０１７）。显然，地方官员变
更带来的扶贫政策不连续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之间存在分歧和张力，客观
上会提高扶贫政策执行的成本，损害地方治理的政策效益，从而阻碍经济社会
发展和贫困治理政策目标的实现。

假设１：县级官员更替会减缓脱贫进程，而这种负面效应的根源就是扶贫政
策不连续。

（二）区域经济对官员变更与贫困治理关系的影响
依据上文思路，本文继而考察不同区域经济情境下政策不连续对本地扶贫

影响的大小，以及官员更替造成政策不连续的难易程度，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
了解官员更替影响贫困治理的传达机制。中国贫困地区在致贫因素组合、经济
要素禀赋等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不同区域经济条件下，官员更替导致的
政策不连续对地方扶贫的影响大小可能大不相同。

城市邻近性（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特别是与经济中心城市的距离向来是国际
发展研究的关注热点。贫困县距离区域经济发达、拥有资源与资本优势的中心
城市较远，会导致现代经济活动难以发展。此时，政府的行政介入在贫困治理
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地方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资金和项目扶持，更容
易受到本地区政府换届的影响；靠近中心城市的村庄不仅有着更快的经济增长
速度、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先进的农业发展模式，还有着更高的公共事
务治理水平和自治能力（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因而，随着贫困县与区域经济中
心距离的拉近，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密度提高，农民有更大可能获得非农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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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农收入，也更便于选择其他区域的就业机会（伍骏骞等，２０１７；周琳娜等，
２０２１），行政因素在贫困户脱贫中的作用降低，这减小了因官员更替而导致的扶
贫政策不连续对农民收入的冲击。

假设２ａ：距离中心城市近的县，因县级官员更替而影响政策连续性的程度
小，对贫困治理负面作用较弱。

不同产业结构下，因官员更替而引发扶贫政策不连续的难易程度可能迥异。
扶贫项目调整越容易的区县，受到官员更替所导致的扶贫项目中断的冲击越严
重。农业区县与工业区县之间的产业运作环境和发展逻辑有所不同。在传统农
业比重高的地区，政府很容易通过资源要素配置来实现对农业的频繁调整和经
营，而第二、三产业比重高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大，政府实现产业频繁调整
较为困难（李小云，２０１９）。因此，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占主体的地区，官员更
替将更有可能导致原有产业的调整乃至重新布局，对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
响；在非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地方官员更替较少引发地方产业结构的
重大变化，使既有扶贫政策得到持续投入和连续执行，因而对地方贫困治理的
负面影响较小。

假设２ｂ：农业经济比重高的地区，县级官员更替容易造成政策不连续，对
贫困治理负面作用较强。

（三）官僚政治对官员变更与贫困治理关系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官僚政治因素的调节效应，来回答“什么时候官员更

替更容易或更不容易造成政策不连续”。在地方治理中，不同来源的官员遵循不
同的行为逻辑，采用不同的地方治理政策，塑造着地方的治理效果（Ｚｈｕ ＆
Ｍｅｎｇ，２０２０；Ｚｈ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侯麟科等（２０２０）将基层治理主体分为“自
源性基层治理主体”和“外源性基层治理主体”，并指出具有丰富地方知识的
“自源性基层治理主体”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在本文情境下，如果继
任官员由外省调入且不曾有过在本地工作的经验，对基层“三农”工作实践了
解不足，且有更强的期望在扶贫工作中做出新的成绩，就很可能打造新的扶贫
工作亮点。尽管能够调动派出单位的扶贫资源投入贫困治理，外调而来的继任
者短期内很难熟悉新的工作领域和工作环境，在对地方情况不甚了解的情况下，
更有可能推行不适应当地自然地理禀赋、民众知识技能、地域社会特征的新项
目，这将放大对产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减缓贫困县的脱贫进程。相反，如果继
任者直接由本地官员提拔而来，在任职前参与相关扶贫产业的管理与建设，且
对其有着较深的了解与较高的认同，延续其发展的可能性较大，大幅度转换扶
贫思路的可能性比较低，因而贫困治理受政策性不连续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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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３ａ：当继任者为外省调任时，县级官员更替容易造成政策不连续，对
贫困治理负面作用较强。

假设３ｂ：当继任者为本县晋升时，县级官员更替影响政策连续性的程度小，
对贫困治理的负面作用较弱。

进一步，离任官员的去向不同，继任者的目标函数和行为选择可能不同，
导致扶贫政策调整和变动的可能性有所差异。前任去向包括晋升、平调、退休、
落马等状态（Ｚｈ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本文主要探讨晋升和落马两种去向对贫困治
理的影响。前任官员的晋升结果对继任官员维持既有政策施加正向激励（陶郁
等，２０２０）。刘蓝予和周黎安（２０２０）研究发现，如果前一任官员受到提拔，
对于继任官员来说，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并完善和推动原有扶贫产业的发展，
就成为工作基础最好、行政成本最低、晋升前景不确定性最小的最优策略选择。
同时，当离任官员晋升为地级市主要领导，成为县委书记的直接上级，在这种
情况下，继任县委书记必然尊重其上级在原任职地留下的政策和扶贫方略。前
任官员的落马结果对继任官员维持既有政策施加负向激励。在经济和环境治理
领域的研究表明，与普通官员更替相比，反腐落马会放大官员更替的负面效应
（曹光宇等，２０１９）。如果前一任官员违纪被查，其任期内的相关产业存在道德
风险和寻租腐败，新上任的官员必须调整扶贫工作战略部署以与之划清界限，
便造成了地方扶贫政策的不连续性，导致地方贫困治理绩效下降。

假设４ａ：当离任官员得到提拔时，县级官员更替影响政策连续性程度小，
对贫困治理负面作用较弱。

假设４ｂ：当离任官员落马时，县级官员更替容易造成政策不连续，对贫困
治理负面作用较强。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作者采取三角验证法（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交叉验证数据，建立了贫困县脱贫资

料库，步骤如下：（１）通过北大法宝、各省扶贫办官网、媒体报道等公开信息
途径收集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退出贫困县的通知，确定了省级政府正式批准贫
困县退出并完成公示的具体日期。（２）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收集了“十三五”时
期各省对贫困县的规划脱贫年份。（３）与国家公开的脱贫节点进行对比核实，
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作者收集整理８３２个国家级贫困县县委书记个人信息数据库，涵盖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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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所有贫困县党委书记的个人信息和职业轨迹。数据采集过程分为如下步骤：
（１）通过城市年鉴和县区年鉴确定贫困县领导人。（２）通过新华网、人民网、
择城网、百度百科、县政府网站、统计年鉴、媒体报道、田野调研等线上和线
下途径搜集信息，补充个人资料。数据库中总共涉及１７３３位县委书记，５６８０余
条经历信息均以标准化格式编制，每条信息均标注相关信息来源链接或原始文
本。（３）将县委书记与县年度数据进行匹配：当官员在某年６月３０日之前在
任，则视其为当年在任县委书记；当某年有两位或更多位县委书记任职时，取
该年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县委书记。

（二）变量设计
１ ． 因变量
本文第一个因变量为２０１２年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第三次调整时，某个县级行

政区是否获得国家级贫困县身份。第二个因变量为贫困县脱贫年份。国家级贫
困县摘帽须经历“县级自评———州市初审———省级核查———中央抽查———省政府
批准退出”的验收流程，凡符合退出条件的贫困县脱贫须经中央专项检查后由
省级政府批准摘帽。在本文中，如果贫困县ｉ在年份ｔ通过专项评估检查并获省
政府批准退出国定贫困县序列，那么变量就被编码为１；此前的所有年份，该变
量均编码为０，而年份ｔ之后的资料则被剔除。
２ ． 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县委书记的变更来衡量地方政府官员的变更。党委书记作为地方

党委“一把手”，是地方政府权力的集中行使者，对于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具有决策权（周黎安，２０１７）。脱贫攻坚实施“一把手”负责制，在“五级书
记抓扶贫”的权责划分下，县级党委承担县域贫困人口脱贫的主体责任。县委
书记作为贫困县脱贫摘帽的主体责任人，负责制定本地扶贫政策和项目，在权
力和资源上具有绝对权威和影响力，能够影响县域扶贫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
本文采用县党委书记更替来表征县域领导干部变更。

为考察年际的官员更替对当年脱贫摘帽概率产生的短期影响，参考戴亦一
等（２０１４）对“官员变更”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本文将６月３０日以前县委书记
发生变更的，视作当年发生变更，当年记作１；若７月１日以后县委书记发生变
更，下一年记作１。同一年中上半年旧书记离任，下半年新书记继任的，则视官
员更替发生于当年，当年记作１。

为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衡量官员更替带来的影响，本文还纳入了“累计更
替”变量，界定为２０１２年起至贫困县脱贫年份，贫困县县委书记更替累计发生
的次数。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对贫困县扶贫政策不连续进行测量，但是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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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产生或变动的背后都存在主导官员所产生的影响，利用官员更替作为政策
不连续的代理变量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同（杨海生等，２０１５）。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９日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规定“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领导班子要保持稳定，对表现优秀、符合
条件的可以就地提级”，在遏制县级干部短期行为的同时，以“提拔不离岗”的
新机制对贫困县官员进行激励。由于相关制度约束，县委书记更替为检验官员
更替导致扶贫政策不连续的理论逻辑提供了一个较为保守的度量。

图１展示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全国各地贫困县县委书记更替比例及平均任期。
柱状图代表各年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平均累计任职时间，折线代表各年县委书记
发生变动的贫困县比例。由折线走势可知，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是县委书记更替大
年，２０１４年是更替小年。２０１６年以后，受到国家“冻结”贫困县领导班子的政
策限制，县委书记更替次数锐减。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１６年起仍然有部分尚未摘
帽县出现一次甚至多次县委书记更替，为考察县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策不连续
的影响创造了足够的变异。根据作者统计和调研考察，前任提拔、调入市里、
跨省流动等工作调动安排是官员更替的主要原因，前任违纪比例仅占约１０％，前
任死亡、辞职、退休等“异常”原因导致的官员更替仅属个例。从柱状图可以观
察到，县委书记的平均任期总体呈现增加态势，在２０１６年略微降低后持续增加。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贫困县县委书记更替比例及平均任期
注：柱状图代表各年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平均任职时间（单位：月），折线图代表各年贫困

县中发生县委书记更替的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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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影响贫困治理成效的因素
本文将个体层面、县级层面和省级层面可能影响脱贫攻坚成效的因素作为

控制变量：（１）内部经济因素。采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能力、人口密
度来衡量县域经济、社会和政府财政状况，采用省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占
比来衡量省经济发展状况。（２）横向扩散效应。采用同一省份中已退出贫困县
的数量与全省贫困县总数之比，来测量尚未实现摘帽的贫困县之间的横向竞争
（王刚、白浩然，２０１８）。（３）情境因素。贫困县的自然地理禀赋和空间区位特
征使用平均海拔和经纬度来测量；资源整合难度或治理复杂性使用三个变量测
量：一是贫困村数量，二是是否同时属于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
三是县人口密度。（４）官员特征变量。一是县委书记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最
高学历、在任年数及其平方项等；二是职业经历变量，描述官员在担任县委书
记职务之前的省市工作经历、外省调入、企业经历；三是官员去向变量，描述
官员在离任县委书记后的履历信息，重点关注前任提拔和前任落马两种情况。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具体定义 观测值 均值

个人信息
５０岁以上 县委书记年龄为５０岁以上 ５６６５ ０ ４２

研究生学历 县委书记最高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 ５３０７ ０ ５７

书记更替 当年发生官员更替 ５６５５ ０ ２０

累计更替次数 ２０１２年至脱贫年份，县委书记更替累计发生的
次数 ５６６５ ０ ９０

书记任期 在贫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时间（年） ５６２０ ３ １５

书记任期的平方 在贫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时间的平方项（年） ５６２０ １３ １２

省市工作经历 任县委书记前有在省、市级单位工作的经历 ５６６５ ０ ７６

基层工作经历
任县委书记前有在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等工作的经历

５６６５ ０ ９０

本地提拔 任县委书记前有过本区县县级及以下工作经历 ５６６５ ０ ４４

外省调入 任县委书记前有过本区县所在省份外工作的
经历 ５６６５ ０ ０５

企业工作经历 任县委书记前有过在中央或地方企业工作的
经历 ５６６５ 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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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具体定义 观测值 均值
县级变量
居民人均存款余额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县年末总人口（万元／人） ７８９４ １ ５２

贫困村数量 贫困县纳入《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
划》的贫困村数量 ６５３７ ３０ ９９

重点县及连片特困 同时属于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县 ６５３７ ０ ５３

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县地区生产总值／县年末总人口（万元／人） ７７８１ ２ ３６

县人口密度 县年末总人口／县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万人／平
方公里） ８０２２ ０ ０２

县财政能力 地方财政收入／县年末总人口（万元／人） ８０８４ ０ １５

横向扩散效应 省内已退出贫困县的数量／全省贫困县总数（个） ６５３７ ０ ０８

省会城市距离 县距省会城市的交通距离（公里） ６５３７ ３９８ ６１

海拔 县平均海拔（米） ８２７９ １１６３ ０７

经度 县中心经度 ８６８５ １０７ ０３

纬度 县中心纬度 ８６８５ ３２ ５１

革命老区 县属于革命老区 ８６８７ ０ ４３

县财政支出增长率 县财政支出较前一年的增长率（％） ５６４１ ０ １７

省级变量
省第一产业占比 省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８６８７ １２ ０９

省地区生产总值 省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８６８７ １５９１１ ６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贫困县脱贫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本文将县域贫困治理分为“戴帽”和“摘帽”两个步骤，并采用Ｈ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ｘ嵌套模型建模。第一阶段以贫困县“戴帽”为因变量，选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
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县被纳入国家级贫困县序列。在第一阶段，观测值为２２个
有脱贫任务的省区的县级行政区共１９４８个。根据现有文献和实证材料，本文纳
入了入选国家级贫困县的决定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因素、地理位置因素和政治
因素（郭君平等，２０１６）。经济因素包括２０１２年区县的居民人均存款余额、县
财政能力、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理位置因素包括区县的经纬度和平均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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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为区县是否是革命老区县。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要求第一阶段模型中
至少包括一个工具变量，且该变量不出现在第二阶段模型中。按照这一要求，
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各区县的社会经济指标以及贫困县是否是革命老区县作为工具
变量。区县的革命历史和２０１２年区县的社会经济指标影响其被省政府选定为国
家级贫困县的概率（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却又与脱贫攻坚时期贫困县摘帽的速
度不直接相关，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和相关性约束。

第二阶段以贫困县“摘帽”为因变量，使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检验县级官
员更替对贫困县脱贫进程的影响。对于每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纳入其２０１６年到
其脱贫摘帽年的观测值。为了避免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在第二阶段模型中除
了加入官员个体、县级、省级控制变量外，还引入了第一阶段所产生的逆米尔
斯比率（ＩＭＲ）。

（二）实证结果
表２报告了基准实证分析结果。Ｃｏｘ模型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比例风险假设成

立，即解释变量ｘ与时间ｔ不相关。根据舍恩菲尔德残差检验（Ｓｃｈｏｅｎｆｅｌ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ｂａｓｅｄ Ｔｅｓｔ）结果，本文参照Ｂｏｘ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ｍｅｉｅｒ和Ｚｏｒｎ （２００１）的研究，
在模型（３）和模型（４）中进一步加入时间相依协变量，即原始协变量与时间
（取对数）的交互项，以缓解风险率成比例假设不成立的情形。与模型（３）相
比，模型（４）中进一步控制了省地区生产总值。综合比较表２中的估计结果，
书记更替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４８２到－ ０ ５４８之间，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
保持显著，其具体含义可理解为，在县委书记发生更替的县，贫困县脱贫的可
能性显著降低。可见，假设１中关于县级官员的更替降低贫困治理绩效的假设
是成立的。同时，在模型（３）和模型（４）控制时间相依协变量后，县委书记
累计更替次数的参数估计值为负且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县委书记更替会
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行为对县域贫困治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这进一步佐证了
假设１的理论逻辑。

表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第一阶段（２０１２） 第二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戴帽 摘帽
Ｐｒｏｂｉｔ Ｃｏｘ 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

书记更替 － ０ ４８２ － ０ ５２３ － ０ ５４８

累计更替次数 ０ ０７９ － ６ ３０７ － ６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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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第一阶段（２０１２） 第二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戴帽 摘帽
Ｐｒｏｂｉｔ Ｃｏｘ 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

ＩＭＲ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６５ － ０ １６０

县数目 １５４１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４５

观测值 １５４１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Ｒ２ ０ ３０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５

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模型（１）是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因变量为“戴帽”虚拟
变量（国家级贫困县＝ １，非国家级贫困县＝ ０）。模型（２）是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模型（３）
和模型（４）是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因变量是“摘帽”虚拟变量（脱贫摘帽＝
１，尚未脱贫摘帽＝ ０）。各模型加入个体、县级和省级控制变量。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以及
模型（２） － （４）中时间相依协变量与时间的交互项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
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官员更替影响脱贫进程的机制分析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官员更替通过政策不连续而产生负面影响的理论逻辑，

接下来我们探究不同区域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官员更替的影响差异。
１ ． 不同区域经济情境下官员更替对脱贫进程的影响
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指出，中心城市距离和产业结构影响着政策不连续的影

响大小及其发生的难易程度。为此，本文引入了贫困县到省会城市的交通距离
和省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以考察官员变更对不同自然禀赋和经济基础的县域
的异质性影响。表３模型（１）和模型（３）中，书记更替和省会城市距离的交
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县距离中心城市越远，贫困治理绩效受到县级官员更替带
来的政策不连续的负面影响更大。模型（２）和模型（４）结果表明，书记更替
和省第一产业占比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说明第一产业比例越高的地
区，官员更替所带来的政策不连续对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越大。上述研究结果
与假设２中关于区域经济调节作用的描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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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影响机制分析：区域经济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ｘ 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
脱贫摘帽

书记更替 ０ １７２ １ ２８１ ０ １８５ ０ ３５３
累计更替次数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２ － ６ ２０１ － ６ １８５
省会城市距离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书记更替×省会城市距离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书记更替×省第一产业占比 － ０ １７３ － ０ ０８８

省第一产业占比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２

县数目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４５

观测值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Ｒ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５

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各模型加入个体、县级和省级控制变量。限于篇幅
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不同官僚政治情境下官员更替对脱贫进程的影响
根据继任官员来源，本文将官员更替分为外省调入和本地提拔两种情况，

而后引入本地晋升和跨省调任两类职业变量与官员更替的交互项，结果报告在
表４中。从模型（１）和模型（３）中可以看出，书记更替和外省调入交互项的
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当继任县委书记从外省调入，书记更替对县域脱贫有显
著的负面影响。由此我们证明了假设３ａ的理论逻辑，即外部调入的县委书记会
加剧官员更替对贫困治理的负面效应。但当继任书记从本地提拔时，模型（２）
和模型（４）中书记更替和本地提拔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未有证据表明由本
地成长的继任官员有助于降低官员更替对县域贫困治理的影响和冲击。因此，
假设３ｂ未得到实证支持。

表４　 影响机制分析：继任官员来源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ｘ 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
脱贫摘帽

书记更替 － ０ ４８０ － ０ ３７３ － ０ ５４６ － ０ ４３１
累计更替次数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９ － ６ ３４５ － ６ １６９
外省调入 － ０ １２９ ０ ３８５
书记更替×外省调入 － ２９ ８０２ － ２５ 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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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Ｃｏｘ 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

脱贫摘帽
书记更替×本县提拔 － ０ ２５８ － ０ ２９４

本县提拔 － ０ ０９５ － ０ １５６ － ０ ０７７ － ０ １２６

县数目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４５

观测值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２０４１

Ｒ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各模型加入个体、县级和省级控制变量；将本县提
拔替换为任职前任县长和任职前任本县乡镇“一把手”得到相似结果。限于篇幅原因，标准
误未在文中列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离任官员不同去向情况下官员更替对脱贫进程的影响
本文通过区分离任官员的去向，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官员更替的影响。根

据离任官员是否获得提拔，将“书记更替”变量进一步分为两类，分别是“离
任官员获得晋升”与“离任官员未获得晋升”，而后重新估计模型①。关于离任
官员落马的探讨与之类似，此时对“书记更替”取１的情况进行分类的标准是
离任官员“落马”与“未落马”②。回归结果汇报于表５中。从第（１）和第
（２）列中可以看出，“离任官员未获晋升”的参数估计值为负且分别在１０％和
５％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如果离任的书记未获得晋升，书记更替对贫困县脱贫有
负面影响；“离任官员获得晋升”的参数估计值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由此证
明了假设４ａ的猜想，即离任官员获得晋升可以缓解官员更替对贫困治理的负面
影响。由第（３）和第（４）列结果可知，“离任官员落马”的参数估计值为负
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如果由官员落马导致了官员更替，这种变动对贫困
县脱贫有着显著的负面效果，从而假设４ｂ得到实证的支持。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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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使用较为严格的方式定义“晋升”，要求离任县委书记不仅要实现行政级别的提
升，还需要占据一线领导岗位，包括省直部门副厅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地级市市委常委、
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地级市纪委书记，省纪委常委，国家级园区正职等，而升任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或市政协副主席不视作晋升。

“落马”包含三种情况：一是县委书记在任时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二是县委书记离
任后没有新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后被宣布落马；三是部分官员从县委书记岗位调离后
可能转岗，甚至获得提拔，而上任同年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被立案查处，且落马原因是由于
担任贫困县县委书记时期的违法违纪行为。

（续上表）



表５　 影响机制分析：离任官员去向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ｘ 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 Ｃｏｘ 时间相依协变量Ｃｏｘ
离任官员晋升模型 离任官员落马模型

离任官员获得晋升 － ０ ４８１ － ０ ４７９

离任官员未获晋升 － ０ ４７９ － ０ ５６５

离任官员落马 － ０ ９４０ － ０ ８８３

离任官员未落马 － ０ ３６３ － ０ ４４６

累计更替次数 ０ ０７８ － ６ ３０１ ０ ０７８ － ６ ３４１

县数目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４５ ７４５

观测值 ２０４２ ２０４２ ２０４２ ２０４２

Ｒ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５

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各模型加入个体、县级和省级控制变量。限于篇幅
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４ ． 官员更替与县级政府财政扩张
本文从财政支出角度，进一步解释官员更替影响贫困治理绩效背后的途径

和渠道。地方政府财政是地方政府及官员实现政策意图的一个核心工具（Ｇｕｏ，
２００９）。如前所述，新任官员往往上任之初即奋力调动资源、筹措资金，并且有
意识地将资源或要素投入差异化的或者新兴的产业（徐业坤、马光源，２０１９），
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杨海生等，２０１５；姚东等，２０２０）。尽管在县级层
面尚未有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但案例研究表明，履新的县委书记会通过绩效考
核、经济激励等手段动员基层干部，在短期内集中调配资源，因而县级官员更
替同样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和分配的周期性变化（陶郁，２０２０）。因此，县委书
记更替年份县级政府财政支出会显著增长，以财政资金带动各类扶贫资源和扶
贫项目扩张。结合以上论述，本文估计官员更替如何影响县财政支出较前一年
的增长率。表６结果显示，官员更替会导致当年财政支出增长率显著上升。从
官员激励的角度来看，离任官员已经接到调离决定，其仕途不再受所在辖区当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而没有动机扩大财政支出。对于新上任的县委书记
而言，在上任之初就有通过努力扩大财政支出来推行新的治理方略的动机。这
一结果间接说明官员更替会导致政府扶贫项目不连续，佐证了本文主要理论
解释。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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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官员更替对县级财政支出变化的影响
（１） （２）

财政支出增长率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书记更替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

累计更替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预算支出增长率（一阶滞后） － ０ ７０６ － ０ １５２

个体控制变量 是 是
县级控制变量 是 是
省级控制变量 是 是
县数目 ７７６ ７７６

观测值 ２２７３ ２２７３

Ｒ２ ０ ３９１ ０ ３４５

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各模型加入个体、县级和省级控制变量；考虑到本
期财政支出增长可能受到上一期的影响，模型中纳入财政支出增长率的一阶滞后项。限于篇
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六、结论

如何协调效率和公平、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将是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新时
期的主要挑战和重要命题。在经验层面总结地方贫困治理绩效实现机制，为深
刻认识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理论，促进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政府治理效
能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本文以脱贫攻坚时期制度设计为背景，对“官员更替－
扶贫政策连续性－贫困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通过大样
本定量研究揭示出贫困县官员更替影响治理绩效的深层规律和内在机理。在控
制各外部因素的情况下，分析发现，县级官员更替对贫困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
如下：县级官员更替驱动着地方官员差异化的施政行为，造成扶贫政策不连续，
进而导致了贫困治理绩效的地方差异。本文进一步分析区域经济、官僚政治和
县政府财政行为，揭示了官员更替通过政策连续性影响宏观贫困治理结果的机
理与过程。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从人事体制层面检
视脱贫攻坚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有助于揭示当前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绩效的实现机制。在中国，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激励着地方政府采取治理行动。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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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辉煌的减贫成就得以实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是重
要的推动因素：中央的多项制度安排强化了地方的自主性，增加了地方可调动
的资源，集权与分权的结合为地方贫困治理创造了强大的激励。但本文也说明，
中国政府治理中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点就是地方政策之所以能
够在长时期内稳定而持续地发挥作用，靠的是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责任到人”
和“人事冻结”，只要官员发生调动，那么地方扶贫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效果就可
能受到影响。其次，地方官员的行为一直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
点，本文表明地方官员在贫困治理领域的行为表现和决策模式影响着治理结果，
为理解中国在扶贫等社会政策领域的地方政府行为和治理绩效差异拓展出一个
新的理论路径。最后，本文考察了官员更替带来消极影响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并抓住财政支出这一核心政策工具，揭示出地方官员换届影响地方贫困治理绩
效的内在机制主要缘于政策连续性，进而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公共政
策中观理论有所助益。

本文关注国家级贫困县先戴帽再脱贫摘帽的两阶段治理过程，具有以下两
方面实证创新：首先，限于县级党政领导干部资料的可获得性，已有文献大多
使用省份和城市样本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社会效应，难以较全面地刻画中
国基层治理的区域差异和特征。本文构建两个县级层面的原创性数据库，对国
家级贫困县戴帽和摘帽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定量评估，能够减小省份和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程度差异的影响。其次，本文充分运用大样本定量研究的优势，将省、
市（县）官员层面的各类宏微观影响因素纳入分析，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以尽量
缓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对于决策者部署乡村振兴时期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针对实证发现，本文为优化地方官员治理，提升中国政府治理效能、贫困
治理绩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为了更好地平缓因官员更替而引发
的政策不连续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应改进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将政
策长期效应等短期内难以观察的隐性指标纳入考核内容，并且要注意调控地方政
府财政支出的短期扩张。第二，在地方党政官员需要调整时，上级政府应更多考
虑前后任官员的背景，充分认识到不同来源官员的治理优势和劣势，避免因官
员更替而带来的政策衔接不畅和治理效能衰退。第三，脱贫攻坚时期推行的贫
困治理政策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可变性，依赖于政府主观能动的调适，从而能
够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发挥作用（左才等，２０２０）。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后，地方政府扶贫项目的短期性成为维持扶贫绩效可持续性的最大
障碍。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阶段，应当更加注重改善脱贫地区交通基础
设施条件，优化脱贫地区的产业结构，降低地方经济发展对行政干预的依赖。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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